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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认同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国家认同

是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

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

身份资格。国家认同表现为国民对国

家具有持久的爱，在祖国面临生死存

亡的关头，国民能赴汤蹈火，与祖国

同甘苦，与同胞共患难。对任何一个

国家而言，如果无法使国民确立起对

自己的牢固想象，并形成强烈的认同

感，国家就缺乏稳固的心理基础，也

就很难应对重大变故的考验。因此，

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国家“软实

力”的国家认同问题始终受到各国的

高度重视。

为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中，应该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

理，增进民众的政治认同感。为提升

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国家必须重视

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只有使人人

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人们切实感

受到国家之于个人的实实在在的利

益，让每个公民现实地感受到国家带

来的福祉，才能够使个体自觉自愿地

认同国家。为此，我们需要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有效地贯彻到制度

设计、政策规划和社会管理中，将价

值观念层面的要求转变为现实，创造

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每个公民的成长

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进民众的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

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上的瑰宝，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升华。我

们应该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儿女

将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传统节

庆作为自己的风俗，将“龙”“长

城”“黄河”作为自己的标志。这些

共同的认同标的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

“中国人”特定的身份。要使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继承传统

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

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

传播出去，不断强化国民的集体记

忆，激发其共属一体的想象。

第三，要强调民族和国家的整体

利益，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

一。当代中国，只有实现国家认同与

中华民族认同的统一，才能使国家认

同获得稳固的基础。正因如此，当代

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注重中华

民族共属一体想象的调动。我们需要

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

一种能为各族人民所认可的共同的文

化。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切实感受到，

每个人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为

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每个人

也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步中获

得了发展。这一点对于建构出共同的

“我们感”，确立不同民族成员的“中

国人”身份感至关重要。（2015年 6月

29日 《北京日报》 吴玉军）

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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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贪官倒台了，他主持的重大项目该不

该一并倒下，需要科学的分析。应当认真研究

这个项目的社会必要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

理性，如果项目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投资和技

术上也可行，就不应该因为主政贪官的倒台而

倒下。即使项目实施上存在一些问题，只要大

的方向不错，就应该进行修订完善；即使这个

项目当时的决策程序存在前领导独断专行的问

题，也不能成为推倒项目的理由；即使这个官

员当初靠权力推行的项目是错误的，我们也要

立足实际做好善后工作。

如果仅仅因为某个贪官出事了，他所做的

事情就全部推倒，这必将陷入恶性循环。前任

领导个人说了算，拍板上了大项目，后任领导

还是个人说了算，又拍板上了自己的项目，如

此“一朝天子一朝臣”，只会带来无尽的折

腾，而不会带来科学发展。我们强调“一张蓝

图干到底”，应该包括两层意思：任何蓝图的

制定是科学的、民主的，具有权威性和可行性

的；一旦蓝图确定，后任也不得随意改变。这

时候，哪怕前任成了倒台的贪官，他经手的大

项目也不能随便叫停，因为这个项目不是他私

人的项目，更不是“赃物”。（2015年 7月 8日

《北京青年报》常青村）

贪官倒台了
政绩工程咋办

现代意义上的引咎辞职制度，

并非是近些年才在中国生根发芽

的。然而若论引咎辞职制度的源流

究竟出自何时何处，是中是洋，恐

怕由于时间久远，证据或已湮没于

历史的浩瀚长河中。然而，我们可

以肯定的是，引咎辞职制度绝非是

西方的独创，华夏古已有之。

汉元帝开辟了后汉及唐、宋等
后世王朝的引咎辞职制度

倘若细细地考究一下汉代的引

咎辞职制度，其大致脉络仍是较为

清晰的：一种制度的兴起与实行背

后必然有一种理论作为支撑，汉代

宰相因灾异而引咎辞职的理论基础

是天人感应理论。

汉初高、惠、文、景时期，朝

廷的主流思想是黄老之学。这一学

说主张清静无为，萧规曹随，已有

定制，宰相们和和气气，并无意掀

起波澜，但求四平八稳就好，所以

这四朝的宰相因犯罪被撤免的很

少，更换的频率也低，所以宰相的

人数总体上也很少，更何谈因为天

变地动而撤换宰相。

到了武帝时期，事情起了重大

变化。一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

将天人感应学说系统化、理论化，

这就使得汉朝宰相因灾异而引咎辞

职有了理论上的支撑。但是，由于

武帝这个人天性“喜事”，又任刑

好杀，使武帝朝的宰相职位成为了

一个“雷区”，众多的宰相中能善

始善终的都很少，引咎辞职制度压

根就得不到出场的机会。

昭、宣时期是汉朝继续稳步向

前发展的时期，史家予以“中兴”

的美名。昭帝少年老成，又有大将

军霍光主政，政治号称清明。宣帝

由于长期流于草野，这使他洞彻民

间疾苦，在位期间英名远播。二帝

既称神武，因此即使天变发生，也

不愿换相。宣帝执政二十五年，只

下过罪己诏四道，正所谓大丈夫敢

作敢当，只愿揽罪于己，无意归怨

于人。因此引咎辞职制度在此二朝

又未得到用武之地。

至元帝即位，关东开始连年受

灾，流民纷纷涌入关内。对此，朝

廷中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大臣

尸位。元帝数次召见丞相、御史

大 夫 ， 在 诏 书 中 责 其 履 职 不 尽

责 。 丞 相 于 定 国 连 忙 上 书 谢 罪 。

永 光 元 年 ， 气 候 再 次 发 生 异 常 ，

九 月 即 天 降 严 霜 ， 庄 稼 受 损 严

重，竟又造成了大饥荒。而且雾

霾密布，遮天蔽日。元帝再次下

诏严责大臣。丞相于定国经此两

次三番的担惊受怕，慌得立即写

检讨书，并请求归还侯印，退居

养 老 。 一 起 写 辞 职 报 告 的 “ 难

友”还有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

马兼车骑将军史高等人。元帝最

终全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这件

事可谓真正开辟了后汉及唐、宋

等 后 世 封 建 王 朝 的 引 咎 辞 职 制

度。然而，相对于汉代末期那等

同儿戏般一有灾异宰相便走马灯

似的引咎辞职相比，元帝时的这

次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于

定国等人的辞职并非只是因为简

单的天灾，主要还是天灾引发的

人祸。这些重量级的将相集体引

咎辞职，可以向天下宣示朝廷赈

灾的态度和决心，对稳定民心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次引咎辞职仍只是元帝朝

的一个个例，而且其后的成、哀、

平、孺子婴及新莽数朝并未予以沿

袭，而只是对罪己诏进行了继承。

关于因灾异而下罪己诏，这种做法

的首创还应上推到文帝时期。文帝

二 年 “ 十 一 月 癸 卯 晦 ， 日 有 食

之”，文帝即下诏罪己。

为什么成、哀、平等五朝没有

出现大规模的引咎辞职呢？究其

原因，主要是这段时期的汉庭内

斗激烈，风雨中的三公宰相自然

难以久持，大多是未干多久就被朝

廷 诸 派 内 斗 汇 成 的 洪 流 给 殃 及 ，

根本没有给引咎辞职形成制度的

机会。

东汉中后期引咎辞职沦为政治
上打击报复甚至是夺权的手段

光武复汉后，光武、明、章、

和、殇数朝仍是对祖宗元帝创立

的引咎辞职先例不以为意，这体

现在明帝永平十三年时，曾发生

一 次 日 食 ， 时 任 三 公 皆 免 冠 自

劾。明帝则谓：“冠履勿劾。灾异

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

知其方。”丝毫未有拿三公开刀的

意思。

安帝永初元年秋，由于淫雨不

止，造成严重的水灾，导致饿殍

盈野，盗贼蜂起。此时的安帝居

然想起克绍箕裘，翻箱倒柜地寻

出元帝压箱底的罢免三公的锦囊

来，于是先罢免太尉徐防，次日

又 罢 免 司 空 尹 勤 。 从 此 ， 除 了

冲 、 质 二 帝 在 位 时 间 皆 不 足 一

年 ， 可 以 忽 略 外 ， 以 后 的 顺 、

桓 、 灵 、 献 四 帝 皆 是 亦 步 亦 趋 ，

宰相的引咎辞职联翩而至，并大

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凡三公

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这一时

期的三公纷纷引咎辞职，绝非只

是偶然现象，它出现了一个新的

特点，即当灾异发生时，罢免三

公成为了一种政治上打击报复甚

至是夺权的手段。前面提到董卓

逆政时曾用这一招罢免司空，达

成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事实上

这种事在桓帝时既已发生。建和

元 年 六 月 ， 光 禄 勋 杜 乔 升 任 太

尉。杜乔在此前即久拂大将军梁

冀之意，此次履新后更是屡次反

对梁冀的提议。对其恨之入骨的

梁冀立即瞅准时机，在九月以京

师地动为借口将杜乔免职。除此

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

汉 王 朝 已 经 内 斗 频 频 ， 顺 、 冲 、

质 、 桓 、 灵 五 朝 统 治 集 团 内 部

中 ， 宦 官 、 外 戚 之 间 冤 冤 相 报 ，

东汉中后期握有实权的外戚、宦

官，展开了血腥的仇杀，使得朝

政越来越黑暗；何进诛阉后，天

子 长 期 受 制 于 权 臣 ， 几 若 傀 儡 ，

大 汉 更 是 进 入 了 苟 延 残 喘 阶 段 。

山河日下的颓势，使东汉中后期

的皇帝不得不寄希望于用已然位

高权轻、差不多是摆设般的三公

的去职，去讨好已经“变脸”的

天公，而不是靠扭转外戚与宦官

的轮流专权，消除政治黑暗，以

挽回“天意”；更不知对地震、水

灾、旱灾与火灾等自然灾异的削

减，并不主要在皇帝一再地下罪

己诏、大赦天下与问责三公。

其实早在安帝延光元年，尚书

仆射陈忠就已经烛照此中情敝。当

时的司空陈褒因为灾异被免官，在

这 之 后 全 国 又 发 生 了 些 小 灾 小

变 ， 有 司 认 为 仍 应 向 三 公 追 责 。

陈忠对此深表异议：“今之三公，

有 古 之 名 而 无 其 实 ， 选 举 诛 赏 ，

一 由 尚 书 ， 尚 书 之 任 ， 重 于 三

公，凌夷已来，其渐久矣。”并提

出 ， 必 须 约 束 并 监 管 尚 书 的 权

力，防止他们威福自专。

汉代许多儒学修养很高的宰相
心甘情愿引咎辞职

汉代有许多儒学修养很高的宰

相 对 引 咎 辞 职 还 是 心 甘 情 愿 的 ，

存在一定的主动性。因为儒学的

创始人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不

迷信，但却畏天知命，由此后世

许多怀有儒家信仰的政治家与经

生对上苍皆是心存敬畏之情，深

信天人相互感应的谴吿说。引咎

辞职的宰相中不乏名儒贤臣，他

们的离职应该是带有以自己的下

台勇于为国家担责，为君上分忧

解难，并真诚地希求得到上天谅

解的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汉朝宰相因灾

异引咎辞职表面是上天一一对应于

天子的谴吿说的延伸与汉帝消灾灭

异的后续，其实质却暗含或伴随有

中国古代特有的救灾“方案”与

“措施”，如祈福禳灾、自省巡视与

大赦天下、减免赋役等。相对于隋

唐之后灾异说的衰微及缺少上天制

约的天子，基本对上天极具敬畏的

两汉君臣，在至善至尊的天命的威

权下，两汉君臣救灾动机还是非常

真诚的，其某些措施也是非常到位

与见效的。（2015 年第 10 期 《人民

论坛》 闫春新）

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

是，没有生态系统的良好状态，就会

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所谓生态

文明，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维

度，表现为人的客观世界与自然的关

系；二是主观维度，表现为人的认知

世界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

生态文明绝非是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政治文明等时序上的简单延

伸，它既与这些文明形态相交集，又

与这些文明形态有着很大不同的表现

方式——它是以自然界为坐标、以人

与自然关系为原点形成和展现的文明

形态。

中华民族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

却可以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推进

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三个重要

的着眼点。

首先，应把生态文明建设内化为

一种社会哲学，即处理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把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理念作为新的

社会发展哲学和生活态度，取代那种

不惜一切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急功近

利、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及其相

应的社会哲学。

其次，应把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

一种治理原则，即推进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原则。在生态治

理原则下，一切社会治理都应合乎

“生态的律令”，即所有产业都应成为

生态产业才可推行。“生态产业”不

同于传统产业，它将资源循环利用、

环境保护及生态再生作为产业发展基

点，将生产、效益纳入整个生态系统

来考虑，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害

废弃物对于环境的零排放。

在生态治理原则下，应严格政绩

考核、责任追究、生态补偿机制等重

大制度。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

产和环境责任离任审计。通过奖惩导

向遏制各种“高大上”的社会性浪

费，减少耗费巨大的大场面、大排

场、大手笔，遏制生态环境急剧恶

化，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不流于空泛。

最后，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演化成

全民参与的集体行动，即包括生产方

式、生活态度、消费方式在内的全方

位革新行动，养成全方位的生态自觉

和生态理性。生产上节能减排，生活

上节约资源，消费上简约风尚，应成

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为。尤其在生活

态度和消费行为方面，应大力遵循

生态伦理，如购买和使用节能、新

能 源 汽 车 、 节 水 型 器 具 等 低 碳 产

品，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简约生

活，遏制炫耀性消费，开展反食品

浪费等。

未来全球范围内更激烈、更深

层的竞争，比的是什么？比的不是

谁最能控制和撷取自然，不是生产

力的单纯增长，也不是人活动的扩

展幅度，更不是军力和征服力的提

升。真正比的是谁与自然系统更和

谐，谁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行为更文

明、更绿色、更环保，从而也更能

可持续发展，这才是强大、繁荣、发

展、文明的真谛。（2015年第 7期 《决

策》 秦德君）

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一些地方党政

主要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导致重大决策失

误，是政府行政行为中屡见不鲜的现象。

为了纠正这一痼疾，近年来很多地方在错

案改正、重金属污染、环保等领域，均提

到要实行主要责任人终身追责制度。

这种行政管理方法的创新被中央层面

所吸收，写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

定》：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制。最近，深改组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

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责 任 追 究 办 法 （试

行）》，说明终身追究制已经开始落实到

环保领域。

单就追究时限来看，与刑事责任的追

诉期一般最长不超过 20年相比，行政领

域追究期限以“终身”为限，似乎要严厉

得多。

在刑事责任长长的追诉期之下，脱逃

的犯罪嫌疑人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成为预防犯罪的重

要手段之一。有些具有犯罪动机的人，想

想犯罪之后即便逃脱，也会长时间过着一

种不见天日的日子，于是放弃了犯罪行

为。

这种对罪错行为的预防方式，“移

用”到行政管理领域，要使之起到相应的

作用，使地方党政官员依法行政，需要满

足两个条件：一是无论何种情况下，错误

决策都会被追责，这样才能发挥其震慑作

用，漏网之鱼如果太多，必定助长侥幸心

理，并滋生新的腐败；二是罚当其“罪”，让人心服口

服，而不是公众与被问责的人都不满意，使其公正性大打

折扣，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情况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无疑，追究落马官员的决策失误责任相对来说比较简

单。在一个落马官员的罪状上添上决策失误的问题，与其

刑事犯罪比起来，显得不值一提。

但如果一个曾经的党政主要官员在本地升迁了，那么

在实际生活中，追究的主体就必须是比他更上一级的相关

部门。而上一级相关部门有时候恰对该官员的提拔负有责

任，如何化解更上一级部门在两种责任之间存在的矛盾？

至于其平级部门或原来“犯事”时候那一级别的相关部门

是否有胆量去追究他的决策责任，也有很大不确定因素。

即便这名官员异地升迁，当对其进行追责，当初决策

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出于个人目的，完全有可能明里暗里阻

挠相关调查。

这种情况，在对退休官员进行追责时，也可能遇到。

此外，对在任官员的追责往往会影响其仕途，但是对退休

官员来说，已经没有仕途这一重要约束条件，那么追责何

以产生震慑作用？

有的决策失误很明显，公众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

但有的决策失误的责任认定却是个技术活，只有相关的专

业人员才有发言权，这导致公众的监督门槛很高，也为某

些有心躲避问责的官员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要做出让

公众和被问责的官员都心悦诚服的问责依据，不是那么简

单。（2015年 7月 6日 《东方早报》 任大刚）

1938年 10月 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

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为期十天。当时，南洋

爱国侨领陈嘉庚虽无法到会，但打来电报提

议，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

平便是汉奸国贼”。

原来，自南京失守后，陈嘉庚在海外风闻

汪精卫主张与日本“和平妥协”的言论，而外

电也有“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的报道。为证

实此事有无，陈嘉庚当即发电报向汪精卫询

问。不久，汪精卫复电说，两国战争终须和

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他主张和平救

亡图存为上策。陈嘉庚接到电报后非常生气，

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说他是 “卖国求荣”。

当时正值参政会第一届二次会议召开，陈嘉庚

当即致电参政会，提出该提案。

因为当时参政会需要有 20人赞同才能提

案，陈嘉庚就致电参政会秘书王世杰，让他帮

助向出席会议的参政员们寻求支持。褚辅成首

先表明赞成陈嘉庚的提案。接着，在会议上提

出《为抗战到底，宜由本会决议宣言，请政府

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紧急动议案》的

提案，王造时等人也纷纷表示赞成，不一时

20 人就已经够数，于是该提案提交会议讨

论。其结果表决时绝大多数赞成通过，仅将原

文文字修改减半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

汉奸。”（2015年 6月 4日 《人民政协报》 黄薇）

陈嘉庚提案
怒斥汪精卫

◆文 坛

2003年9月，世界古遗迹基金会公布了全

球 100 处最濒危遗址名单，万里长城榜上有

名。不容乐观的十几年过去之后，万里长城

似乎仍未挽回逐渐消失的颓势。明长城总长

度为8851.8千米，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联合

国将其称为“一个绝对的杰作”，但这一历史

伟作正面临着来自“现代世界”的压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针对长城的开发或旅

游越来越多，对长城的损害也越来越严重：

修路、采矿、房地产建设，都会破坏长城；

除此之外，长城沿线有太多不合理开发的案

例，把历史城墙推倒，建新的城墙，带来严

重的破坏；更有甚者，一些村民将长城砖拆

下来盖房……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正在呈

现出不断消失的迹象，这无疑是一种令人痛

心的局面，依法保护的话题也因此显得格外

重要。

实际上，万里长城早已受到专项法律保

护——早在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就已经

颁布实施，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已颁布实施

近 10年，《长城保护条例》目前还处在一纸空

文阶段。究其原因，它只是一个说明性的文

件，没有具体的细则，也没有执法者。有业

内人士到长城沿线考察，发现很多人根本不

知道这个条例，由于企业违法成本低，破坏

长城的案例时有发生，而一些地方政府则出

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漠然处之。凡此种种，无

疑使长城置于一种危险境地。

拯救长城，首先就要重振 《长城保护条

例》 的威风，由此必然需要加大违法成本、

明确责任归属，对长城进行全方位保护。只

有这样，才能使这一历史奇迹长久保存下

去。（2015年 6月 29日 《大河报》 黎青）

◆纵 横

长城之殇源于
依法保护乏力


